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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长期被置于“负担”的话语框架中，其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因而

被遮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为理论基础，批判传统老龄化研究将老年人口预设为“社会负担”的意识

形态性质，并从观念转型、制度建构、实践整合三个维度探讨积极老龄化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老龄

化被感知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老年人口规模扩大，而在于现有社会关系结构缺乏容纳庞大老年人口

的弹性；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还是“资源”，取决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积极老龄

化的本质是一场深层的社会建构，目标是推动老龄化话语从“社会负担”向“社会资源”的范式转换，

提升老年人的社会主体性。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构建中国自主的老龄化知识体系，将积极老龄化

的社会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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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fundamental national condition of China, yet it has long been framed with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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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of “burden”, which obscures its essential nature as a socio-historical process. Grounded 
in the Marxist view of society, this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tradi-
tional aging research that presume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s a “social burden”, and explores the 
pathways to active ag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
tion, and practical integr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erception of aging as a “problem”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the expans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per se, but from the lack of flexibility in 
existing social relational structures to accommodate such a population. Whether the elderly are 
perceived as a “burden” or a “resource” depends o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t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s. The essence of active aging lies in a deep proces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imed at facilitating a paradigm shift in aging discourse from “social burden” to “social resource”, 
thereby enhancing the social subjectivity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national condition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indigen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on aging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ctive aging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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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正在重塑当代社会的结构图景。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亿人，

占比 23.0%；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2365 亿人，占比 15.9% [1]。预计到 2035 年左右，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将突破 4 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1。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不仅重塑家庭结构、社会保障体系

与劳动力市场，也深层次影响着经济增长模式、社会治理逻辑与代际关系格局。 
然而，面对这一深刻的社会变迁，现有的研究视野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大量研究聚焦于老龄化对经

济增长的压力、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对劳动力供给的挑战——这些分析不可谓不重要，但它们共享

着一个未经审视的前提预设：老龄化是一个“问题”，老年人口是“负担”。这一预设被自然化为常识，

其社会建构的性质被遮蔽了。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传统“撤退理论”把老年人视为“衰

弱、无价值”等消极老龄观的积极反驳[2]。但问题在于，即便是积极老龄化话语，其理论前提仍然是老

龄化是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只不过应对的方式从“被动赡养”转变为“主动参与”。这种话语框

架的深层结构并未被彻底反思。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域。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老龄

化并未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但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3]，仍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

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

一论断揭示了理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方法论。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推论：老龄化的本质不是个体生命历

程的自然结果，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产物。老年人口在何种意义上被感知为“负担”或“资源”，取

决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 
 

1https://www.mca.gov.cn/n1288/n1290/n1316/c166200499998001141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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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积极老龄化本质上是一场深层的社会建构过程。它不是简单地在现有社会结构

中加入老年人参与的变量，而是要求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框架、制度安排和实践形态进行根本性的重构。

这一社会建构的目标，是推动老龄化话语从“社会负担”向“社会资源”的范式转换，实现老年人从被动

的“被赡养对象”向能动的社会参与主体的转变。首先，本文揭示传统老龄化研究将老年人口预设为“社

会负担”的意识形态性质，阐释“问题化”如何成为社会治理的隐蔽机制；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出

发，重新审视老年群体的主体地位，论证积极老龄化社会建构的理论根据；再次，从观念、制度、实践三

个维度，系统探讨积极老龄化社会建构的路径；最后，回应“未富先老”语境下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殊

性，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启示。 

2. 老龄化研究的“问题化”困境及其马克思主义批判 

2.1. “问题化”作为话语实践的运作机制 

在主流老龄化研究中，老龄化几乎天然地被定义为“社会问题”。这种“问题化”的话语实践运作于

多个层面：在经济层面，老龄化被描述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的“负担”；在

社会层面，被描述为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增大、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危机”；在家庭层面，被描述为“421”
家庭结构下代际负担过重的“困境”。这种话语的运作机制是：将老龄化从一种人口结构变化的事实性

描述，转化为一种需要干预和治理的规范性判断。 
然而，这种“问题化”的深层逻辑值得追问。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核心视角。

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社会如何感知和定义某种现象，根本上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

方式、分配方式及其所形塑的社会关系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能够创造剩余价

值的劳动年龄人口成为“资源”，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边缘地位的老年人口，则被资本活动的编码机

制塑造为“非生产性”的“负担”。这一编码并非自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口进行分类和评估

的产物——它遮蔽了老年人同样拥有剩余劳动能力、且其收入来源于自身剩余劳动这一事实，从而将特

定社会关系结构的后果转化为老年人自身的“属性”[4] [5]。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贫困问题时揭示

的，“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赖以产生的社会制度[6]。 

2.2. “负担”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社会后果 

将老年人预设为“社会负担”的话语实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机

制是：将特定社会结构产生的后果，转化为老年人自身的“属性”。换句话说，不是社会制度导致了老

年人口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缘地位，而是老年人“天然地”成为社会的负担。 
近年来，学界对“负担”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展开了系统地批判性反思。王伟进、陆杰华指出，“负

担”论、“挤兑”论等认知偏误并非人口事实的自然表达，而是需要被解构的社会建构[7]。杨敏、严天

欣从社会建构论出发，认为年龄身份通过话语生产，传统本质主义老年话语为年龄歧视提供了合法性资

源[8]。范世明则直接指出，“老人是负担”是一种需要被正本清源的偏见，视老龄化为严重社会问题的

观点过于片面[9]。矫冬梅则从可行能力理论出发，批判传统发展观将老年人定位为“社会资源的消费者”

的片面立场，主张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并非社会负担，而是老年人的发展问题[10]。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负

担”话语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而非老龄化的客观必然。 
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后果。首先，它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自我贬抑。当“老了就没用

了”的文化叙事被反复强化，老年人自身也会内化这种消极认知，从而放弃社会参与的意愿和可能性。

研究指出，传统观念往往将老年人视为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把老年阶段看作是人生的衰退期，而积

极老龄化理论则视老年人为具有积极活力和巨大潜力的群体，强调老年阶段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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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二，它强化了代际对立的潜在风险。“负担”话语将老年人的利益与青年群体的利益置于零和博

弈的框架中——老年人的养老金是“挤占”了青年人的资源，老年人的医疗支出是“消耗”了社会的财

富。这种话语可能削弱代际团结的社会基础。其三，它遮蔽了老年人的真实贡献。老年人通过家庭照料、

社区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经验传递等方式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在这种“负担”话语的遮蔽下被系统性

地忽视。 

2.3. 从“问题化”到“社会建构”的范式转换 

走出“问题化”困境，关键在于实现从“问题化”到“社会建构”的范式转换。“社会建构”概念在

此有两层含义：其一，承认老龄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不同社会形态中“老年”的含义、边

界和期待各不相同；其二，强调对老龄化的社会应对也是社会建构的——积极老龄化的实现有赖于社会

各主体共同建构一种新的老龄化认知框架和制度安排。 
这一范式转换的理论根据，正蕴藏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之中[11]。

老龄化是“负担”还是“资源”，不是一个先验的事实，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积极老龄化社会建构的核

心任务，就是改变生产这些“事实”的社会关系条件[4]。实现这一蓝图有赖于一场协同推进的社会建构：

在观念上，完成从“消极养老”到“积极发展”的文化转型；在制度上，构建弹性包容、支持有力的政策

环境；在实践上，搭建多元开放、代际融合的参与平台。 
这一范式转换的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老龄化研究的提问方式。传统研究问的是：“如何应

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而社会建构视角则追问：“老龄化为什么被建构为问题？谁的利益在这种建构

中得到表达？如何可能建构一种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资源和积极主体的新的社会认知？”这种提问方式的

转变，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所要求的批判性反思。 

3. 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根基 

3.1.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老龄化问题的社会关系维度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理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依据[11]。这一论断的核心启示

在于：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来理解“老年”本身。老年人的社会定义与社会属性，取决于其置身其中的社

会关系结构。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之所以被感知为“问题”，不是因为老年

人口规模的扩大本身，而是因为现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家庭代际关系

模式、社会参与机制等——缺乏容纳和整合庞大老年人口的弹性。换言之，“问题”的根源不在老年人

身上，而在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这恰恰要求我们将老龄化研究的焦点从“老年人”转向“社会关系”。 
更具体地说，这种社会关系视角意味着：第一，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在何种生

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下，老年人口被视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群体；第二，老龄化应对的根本路径在于改变

社会关系结构——从将老年人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转向创造老年人能够持续参与的社会条件；第三，

老龄化的“社会建构”性质意味着它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而改变。 

3.2.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向生命全程的延伸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积极老龄化提供了价值目标层面的根本指引。在马克

思主义视域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它要求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片面化、异化状态，使每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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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老龄化成为全球性趋势的今天，“现实的人”必然包括数量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因此，关注老

年人的主体性、发展权以及从年龄歧视中解放出来的权利。是马克思主义人学题中应有之义。向生梅从

马克思人口理论出发，系统阐释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缘起及其中国化脉络，论证了马

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于当代中国老龄化实践的指导意义[12]。这要求我们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关注

特定年龄段拓展至覆盖生命全过程，将积极老龄化与老年人摆脱年龄歧视、实现社会参与的权利保障紧

密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老有所为”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道德倡导，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老年阶

段的内在要求。 
这一理论延伸具有深远的政策含义：积极老龄化不应仅仅被视为应对劳动力短缺的策略，更应被理

解为一项关于人的尊严和发展的根本事业。老年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持续学习、社会参与、价值创造、精

神满足，不是老龄工作的附加内容，而是其核心目标。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引导老年人保持老

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 

3.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老龄化认知的批判与重构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为批判和重构老龄化认知提供了理论武器。

老龄化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我们将老年人视为“负担”，那是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将人的价值等同于经济生产力的社会存在之中；如果我们认为老年期是人生的“衰

退期”，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缺少对老年生活意义的制度性和文化性支撑。 
因此，重构老龄化认知的关键，不在于对公众进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宣教，而在于改变产生“消

极老龄化”认知的社会存在条件。具体而言，这意味着：第一，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结构，让老年

人能够持续通过劳动参与确证自身价值；第二，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让老年人拥有持续发展的制

度化渠道；第三，重构城市空间和社区环境，让老年人不再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第四，发展银发

经济和老龄产业，让老年人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非纯粹的“负担”。 
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确立，正是对老龄化认知进行批判性重构的制

度化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深刻洞察人口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阐明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

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一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建构：一个三维路径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建构需要在观念、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协同推进。这三个层

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制度变革是观念转型的客观基础，观念转型是制度变革的

精神前提，而实践探索则是两者之间有机结合的媒介和检验。 

4.1. 观念建构：从“消极养老”到“积极发展”的文化转型 

积极老龄化社会建构的第一个维度是社会认知层面的文化转型。这种转型的核心，是从将老年期视

为“衰退期”的消极认知，转向将老年期视为“发展期”的积极认知。正如积极老龄化理论所揭示的，该

理论反驳了把老年人视为“无用”“衰弱”的观点，注重发掘老年人的经验、智慧和才能，鼓励老年人在

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积极参与，以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视角来看，观念建构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倡导的层面。马克思指出，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观念转型需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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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客观支撑，也需要实践探索的感性确证。这意味着，观念建构的路径应当是：通过制度安排创造

出老年人能够实际参与社会活动、创造社会价值、获得社会尊重的真实可能性，从而使“积极老龄化”

的认知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被反复确证和强化。 
“十五五”时期的老龄工作明确提出，要着力深化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讲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

战与机遇，引导全社会积极看待老龄社会，全面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13]。这一部署体现了

观念建构与政策引导的有机结合。此外，教育体系的重构、媒体话语的转型、文化产品的创作，都应纳

入观念建构的范畴。老年教育应当从“兴趣班”式的辅助功能，升级为“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组成部

分；媒体对老年群体的报道应当从“悲情叙事”转向“价值叙事”；文艺作品应当塑造更多积极、能动的

老年形象。 

4.2. 制度建构：弹性包容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支持 

积极老龄化社会建构的第二个维度是制度层面的政策建构。制度是观念的物质化形式，也是实践的

规则框架。构建弹性包容、支持有力的政策环境，是积极老龄化得以实现的关键条件。 
当前，我国已经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社会参与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与社保年龄限制、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已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制度，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

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

岁 2。这一政策的核心意义不在于简单地延长工作年限，而在于打破“法定退休即退出社会生产”的制度

壁垒，为老年人的持续社会参与提供制度空间。 
然而，制度建构的任务远不止于此。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视角看，制度建设应当以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为导向，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这意味着，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不应被狭

隘地理解为“延长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时间”，而应当被理解为创造老年人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选择社

会参与方式的多元可能性。弹性退休制度、老年人才市场、老年志愿服务体系、老年创业支持计划，都

是这一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保障领域，制度建设应当从“被动保障”转向“主动赋能”。传统的老年保障逻辑是将老年人

视为“被保障对象”，其核心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照护服务。这种保障逻辑虽然是必要的，但也

是不够的。更为根本的是建立“赋能型”的保障体系，即通过制度安排帮助老年人维持和提升社会参与

能力。老年教育体系、就业支持政策、数字包容措施，都应当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4.3. 实践建构：多元参与的平台与载体 

积极老龄化社会建构的第三个维度是实践层面的路径探索。观念建构和制度建构最终都要落实到具

体的实践场景中，而老年人自身就是这一实践建构的核心主体。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问题是参与，但是参与并不是单一主体和单一方面的参与，而是多个主体、多个

方面甚至全方面的参与。从参与主体的角度看，政府、社会、家庭、老年人个人等都是积极老龄化的参

与主体，但核心参与主体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的积极参与才是变被动为主动、变负担为资源的决定性

因素。 
在实践层面，近年来各地涌现出了诸多有益探索。辽宁沈阳市长安社区以“品质养老”为目标，聚

焦“服务项目、服务设施、服务主体”三进社区，着力打造具有长安特色的普惠型、智能化、可持续社区

养老模式。该社区创新推出“一老一小”融合服务项目，通过开设书法、绘画、声乐、智能手机应用等兴

 
2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42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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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班，组建老年合唱团、舞蹈队等文体团队，满足老年人社会参与和精神文化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

该社区深化“公益时间”互助机制，鼓励社区内低龄、健康老人成为志愿者，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服

务，储存服务时间按需兑换 3。这种模式不仅激活了社区内部资源，更在实践层面确证了老年人作为社会

资源的主体地位。 
苏州北桥街道鹅东村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中，注重搭建平台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能、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在基层治理中，全村 53 名村民代表中有 16 名是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30.2%，他们在民

主协商、关心下一代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4。这一案例表明，将老年人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不仅是政治

参与的形式，更是老年人确证自身社会价值的实践场域。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建构是否成功，最终要看老年人在

实践层面的参与程度和价值实现程度。这意味着，实践的建构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更需

要“自下而上”的群众创造。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老年志愿者的组织、老年文化团体的培育，都是实践

建构的重要内容。 

5. 结论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视角，对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一，老龄化长

期被置于“负担”的话语框架中加以理解，这一“问题化”的话语实践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它遮蔽了老龄

化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事实性本质，将特定社会结构产生的后果转化为老年人自身的“属性”。走出“问

题化”困境，需要实现从“问题化”到“社会建构”的范式转换。第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为积极老龄化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了老龄化问题的社会关系维度，“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将发展目标覆盖生命全程，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则为批判和重构老龄化

认知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第三，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建构需要在观念、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协同推进。观

念建构推动从“消极养老”到“积极发展”的文化转型；制度建构构建弹性包容、支持有力的政策环境；

实践建构搭建多元开放、代际融合的参与平台。三者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积极老龄化社会

建构的完整路径。 
积极老龄化的本质，是一场深层的社会建构过程。其目标不仅是让老年人“活得更好”，更是让整

个社会重新理解什么是“老”、什么是“老年”、什么是“晚年生活的意义”。在人口老龄化从“中度”

迈向“重度”的关键窗口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既有各国老龄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

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在“未富先老”的特殊语境下推进积极老龄化，要求我们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经验，

而必须构建中国自主的老龄化知识体系。这意味着，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探索的过程，是老年人在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重新确证自身主体地位的过程。这既是对老龄化时代的

积极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建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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